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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

中古时期“城主”的发展与演变∗

王 怀 成　 　 　 汤 　 君

摘　 要：东汉至南朝时期的“城主”不列于国家常规的官制序列，它因战争临设，根据战事大小、战局轻缓，兼任“城
主”的职官大小也随之变化。 北朝时期，处在反复争夺拉锯战中的边地或中原关隘的“城主”投降者多，忠诚者少，
所以这些“城主”政治地位较低，权限较小。 西魏时期，宇文泰实力强大，“城主”大多由能征善战的高级军官兼任，
深受信任和重用，但此时期的“城主”仍没有进入正式官制，即使是高级军官担任，也只是兼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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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目前史料而言，“城主”一称，始自两汉之交，
终于清代，主要集中出现于中古时期的中原王朝及

北方少数民族建立政权时期。 但是无论传统文献，
还是出土文献，均未记载清楚其职能、品秩等情况，
所以多年以来逐渐形成研究的疑点和热点。 ２０ 世

纪以来，敦煌文献中的“寿昌城主”一词，引发了大

半个世纪对“城主”的讨论，至今尚未定论。 这类研

究基本上围绕敦煌文献或河西、西域一带的出土文

物展开，探讨唐代西州地区的“城主”概念，其中以

徐畅①和邰朋飞②二人的介绍和总结最为详尽。 ２０
世纪末，学者们开始留意和讨论西夏文献中的“城
主”概念，提出一些令人疑惑的问题。 如聂鸿音在

考察西夏文译本《贞观政要》时，发现译者每次都是

把汉文“刺史”直译为“城主”。 孙伯君发现《类林》
和《贞观政要》等夏译汉籍使用“城主”来对译汉文

“太守”和“刺史”，而西夏“城主”则指称西夏境内

各边地“郡”“县” “城” “寨”的长官。 敦煌、吐鲁番

文献中的“节儿”一职的品级和执掌范围与西夏“城
主”颇为一致。 故敦煌、吐鲁番文献里的“城主”，实

为吐鲁番官名“节儿”的意译。③这是学术界首次把

敦煌学和西夏学打通来考察“城主”概念，从而把这

个研究推向纵深。 聂鸿音发现，西夏并没有“州”和
“县”的建制区别，党项语中相当于“刺史”的“城
主”一词，在人们心目中只相当于县令。 “城主”在

西夏实际上更多地相当于县令以下的小官，与中原

的刺史并不形成实质的对等。④显然，“城主”这个

概念已经涵盖了中国古代包括军事、政治、地域文化

等诸多领域内的问题，故而引起多方关注。
从学术界讨论的结果来看，无论是东汉南北朝

时期的“城主”所指与功能，还是西域、中原、吐蕃、
西夏的“城主”概念，抑或是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
都还有很多模糊甚至分歧之处：如“城主”是否与战

争有关？ 是否地位卑下？ 是否带有品秩？ 是否是兼

职？ 由于“城主”一词有着漫长发展的历史，不同地

域和不同时期的情形纷繁复杂，本文拟以时间为线

索纵向梳理，对中古时期“城主”的军事作用做出详

尽的考察，以便于另文对唐宋时期的西夏“城主”现
象的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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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汉晋时期的“城主”

目前我们能够见到的资料中，“城主”这一称谓

最早出现在《后汉书·邳彤传》里。 更始二年（２４）
春，刘秀从蓟县南逃回到信都郡投靠邳彤，有人主张

弃信都奔长安，彤廷对刘秀说：“明公既西，则邯郸

城民不肯捐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公，其离散亡逃

可必也。”⑤这里“城主”与“城民”相对，显然直接指

向了某人。 那么，这个人究竟是谁呢？ 《后汉书·
王昌传》：“王昌一名郎，赵国邯郸人也。”“时赵缪王

子林好奇数，任侠于赵、魏间，多通豪猾，而郎与之亲

善。”“乃与赵国大豪李育、张参等通谋，规共立郎。”
“更始元年十二月，林等遂率车骑数百，晨入邯郸

城，止于王宫，立郎为天子。 林为丞相，李育为大司

马，张参为大将军。”⑥

据上，赵缪王刘子林在赵王宫殿拥立王郎称帝，
林为丞相，李育为大司马，张参为大将军。 然值得怀

疑的是：一则检索汉朝所封“赵王”，无有名刘子林

者。 故《后汉书》称其为“赵缪王”，亦是否定其为

“赵王”。 且如果他真是 “赵王” 或某赵王的 “后

裔”，他本人也就不至于要给王郎当“丞相”了，自己

直接以汉宗室的身份称帝就是了。 二则，刘子林等

之所以能够进入邯郸，提前需要与“赵国大豪李育、
张参等通谋”，可见其本人并无实力支持王郎入主

邯郸。 只有在李、张“大豪”的帮衬下，他们才凑够

“车骑数百”进入邯郸城称帝。 之后，邯郸城的元首

才是王郎；而此前，邯郸的长官并不清楚。 那么，
“邯郸城民不肯捐父母，背城主”之中的“城主”到底

是不是汉朝官制序列里的长官呢？ 是不是称帝的

“王郎”呢？
按，邯郸城本秦邯郸郡，“赵国，故秦邯郸郡，高

帝四年为赵国，景帝三年复为邯郸郡，五年复故。 莽

曰桓亭，属冀州。 户八万四千二百二，口三十四万九

千九百五十二。 县四：邯郸，易阳，柏人，襄国”⑦。
又《后汉书·郡国志》载：“赵国（秦邯郸郡，高帝改

名，雒阳北千一百里），五城，户三万二千七百一十

九，口十八万八千三百八十一”⑧，这五城是：邯郸

（有丛台）、易阳、襄国（本邢国，秦为信都，项羽更

名。 有檀台，有苏人亭）、柏人、中丘。 无有提到“城
主”的概念。

或有疑汉乐府《陌上桑》云：“十五府小史，二十

朝大夫。 三十侍中郎，四十专城居”中的“夫婿”，

“朝大夫”是指郡府大吏，“侍中郎”是郎官，而“专城

居”是指县级长官，即县令。⑨本文认为，诗歌虽出于

夸饰，然可判断“专城居”之职位，当高于“侍中郎”。
但《汉书·百官公卿表》中并无“侍中郎”这个官职，
故诗歌中的“侍中郎”，应该是“议郎、中郎、侍郎、郎
中，皆无员，多至千人”中的郎官之类的约称，换言

之，即是泛指“郎中令”。 故而诗歌中才描绘这位

“侍中郎”为：“东方千余骑，夫婿居上头。 何用识夫

婿，白马从骊驹。 青丝系马尾，黄金络马头。 腰中鹿

卢剑，可直千万余。”⑩然《汉书·百官公卿表》已经

明确了“郎掌守门户，出充车骑”，其“郎中”的称呼

已经固定，没有称为“城主”的记载。 又据《汉书·
百官公卿表》，“郎中令”之上，依次是奉常、前后左

右将军、太师、太保、太傅、御史大夫、太尉直至相国、
丞相等，然这些更高的官职，也从来没有兼称“城
主”之说。 至于“郎中令”以下依次为卫尉、太仆、廷
尉、典客、宗正、治粟内史、少府、中尉、太子太傅、少
傅、将作少府、詹事、将行、典属国、水衡都尉、内史、
主爵中尉、护军都尉、司隶校尉、城门校尉、奉车都尉

等，均无“城主”之说。其中倒是有“城门校尉”一

职，带有“城”字，但其定义为：“城门校尉掌京师城

门屯兵，有司马、十二城门候。”可见，其官职实为

京官，且常称“校尉”而非“城主”。 其地位与诗歌中

夸耀高于“专城居”的“夫婿”完全无关。 又者，如果

汉乐府《陌上桑》“四十专城居”，“是说 ４０ 岁的时候

当了县令，主管一座城池”，则按照《汉书·百官公

卿表》，“诸侯王”以下依次为“监御史、郡守、郡尉、
关都尉、县令、长”，那么，“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踟

蹰。 使君遣吏往，问是谁家姝”中的“使君”应该低

于“县令、长”。 但《汉书·百官公卿表》谓：“县令、
长，皆秦官，掌治其县。 万户以上为令，秩千石至六

百石。 减万户为长，秩五百石至三百石。 皆有丞、
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为长吏。”这里不仅完全

没有“县令、县长”可称为“城主”的说法，而且作为

基层的行政单位，它甚至没有被称为“城”。 其“县
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的描绘，与《陌上

桑》中的“东方千余骑，夫婿居上头”，“坐中数千人，
皆言夫婿殊”的车骑描写，简直不类。 故而，“四
十专城居”中的“夫婿”，不可能是所谓“县令”。

其实，不仅《汉书·百官公卿表》中没有“城主”
的记载，传统史料中，中原王朝乃至各割据政权的类

似职官志系列中，均尚无关于“城主”的品级、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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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员等的相关记载。 因此，邳彤口中的 “邯郸城

主”，无论是不是称帝的王郎，都不可能属于汉朝官

制中的惯例，更有可能是战时的临时称谓。
较早的史料还有《晋书》的记载，东晋孝武帝司

马曜太元十年（３８５）十一月，前燕慕容麟于博陵进

攻平州刺史兼平东将军王兖，城内粮草、弓箭用尽，
郡功曹张猗率众反叛，出城接应。 王兖在城头上斥

责张猗：“卿兄往合乡宗，亲逐城主，天地不容，为世

大戮。 身灭未几，卿复续之。”时张猗母还在博陵

郡城，则猗兄逐“城主”之事，应该距此不远。 然此

“城主”连姓名也没留下，自当不是朝廷命官。
据上，“城主”现象在东汉和东晋属于早期发展

阶段，通常具备三个特征：一是战时出现，二是身份

神秘但地位低微以至于可不具名，三是有一定威望，
如遭遇背叛会受到普遍的同情。

二、南朝时期的“城主”

宋文帝刘义隆元嘉十九年（４４２），北魏太武帝

拓跋焘攻打西逃敦煌的北凉残部沮渠无讳，无讳西

逃从弟沮渠安周处，率残部重占高昌，自立凉王。
《宋书·氐胡传》载：“初，唐契自晋昌奔伊吾，是年

攻高昌，高昌城主阚爽告急。”阚爽本为高昌太守，
听说无讳兵马已到鄯善，遂派使诈降，邀无讳一同对

付后西凉君主李宝之舅唐契，以图渔翁之利。 无讳

直扑高昌，但柔然抢先杀唐契。 契众叛逃，投靠无

讳，阚爽则紧闭城门拒绝。 无讳夜袭高昌，血洗全

城，阚爽只好投奔柔然。 阚爽本“阚氏高昌”创立

者，但实力所限，只敢称西凉“高昌太守”，“城主”显
系临战时的兼职。 又元嘉二十七年（４５０），北魏拓

跋焘南侵，太尉、江夏王刘义恭总统诸军，出镇彭州、
泗州。 焘亲率众至萧城，去彭城十数里，恭欲南逃，
时文帝第三子刘义骏为镇军将军、徐州刺史，对刘义

恭说：“道民忝为城主，而损威延宼，其为愧恧，亦已

深矣。 委镇奔逃，实无颜复奉朝廷。 期与此城共其

存没。”张畅的话透露，彭城城主掌管城门钥匙。
没有城主命令，百姓无法逃出城外。 这可能正是刘

义骏敢于拒绝叔父义恭的底气。 “城主”显系战时

兼职，非战时期并无记载。
次年，沈约父璞为刘宋宣威将军、盱眙太守，拓

跋焘率军百万进犯。 沈璞与道经盱眙的辅国将军臧

质协同御敌，败拓跋焘：“臧质以璞城主，使自上露

板。 璞性谦虚，推功于质。 既不自上，质露板亦不及

焉。 太祖嘉璞功效，遣中使深相褒美。”沈璞是太

守和盱眙城的“一把手”，臧质路过，临时援战。 臧

质推沈璞兼职“城主”，沈璞则推战功于臧质，则此

“城主”，也因临战而推选。
据上，刘宋时期，无论是西域高昌，还是江苏彭

城、盱眙，其“城主”都由官员兼任而非无名氏。 这

些“城主”只是临战而设，非战时期并无记载。
南齐的“城主”，出现更加频繁，内涵较为复杂。

武帝萧赜永明五年（４８７）正月，桓天生自称桓玄宗

族，联合雍、司（今湖北、河南交界）二州蛮族起兵，
占南阳故城。 北魏大败其于沘阳，转攻舞阴。 守将

殷公愍抗击，败杀北魏副将张麒麟。 《南齐书·晋

安王子懋传》载：“已敕子真，鱼继宗、殷公愍至镇，
可以公愍为城主，三千人配之便足。”萧子懋为齐

武帝第七子，时为侍中。 建安王萧子真为武帝第九

子，时领宣城太守、南中郎将。 鱼继宗、殷公愍身份

如何？ 史载不明。 荆、郢二镇，为北魏、南齐边镇。
“城主”殷公愍是临战授命，可指挥兵力三千人。 萧

子懋和萧子真，则不必兼任。 又明帝萧鸾建武二年

（４９５）春，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派安南将军、梁州刺史

魏郡王拓跋元英侵南郑。 南郑刺史萧懿抵御，大败，
遂遣氐人杨元秀返仇池游说氐人起兵，截断北魏军

需道路，攻下六处据点。 《南齐书·魏虏传》载元英

遣副将仇池公杨灵珍占据泥公山，“武兴城主杨集

始遣弟集朗与归国氐杨馥之及义军主徐曜甫迎战于

黄亘，大败奔归”。 按，南齐武帝萧赜永明十年

（４９２）九月，杨集始降北魏，魏授其“南秦州刺史、汉
中郡侯、武兴王”。 这是其官职，“城主”显系其战

时兼职。 又齐明帝萧鸾永泰元年（４９８），拓跋宏率

军攻新野，陷之。 《南齐书·魏虏传》载：“于是沔北

大震，湖阳戍主蔡道福、赭阳城主成公期及军主胡

松、舞阴城主黄瑶起及军主鲍举、从阳太守席谦并弃

城走。”魏军擒获“城主黄瑶起”，募人食其肉。 几

天后，南阳太守房伯玉降魏。 此材料中，“赭阳城

主”成公期本襄城太守，“舞阴城主”黄瑶起为西汝

南、北义阳二郡太守，故“城主”显系他们的战时兼

职，因为顺阳太守席谦就无此称谓。 “军主胡松”本
直阁将军，此身份应高于“城主”。 “湖阳戍主”蔡道

福的地位应比“城主”更低。 至南齐东昏侯萧宝卷，
叛者此起彼伏。 永元三年（５０１）秋七月，雍州刺史

萧衍叛，乘涨水季以舟师袭击加湖军主吴子阳、陈虎

牙等，“东军主吴子阳十三军救郢州，屯加湖。 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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酉，征虏将军王茂先击破之。 辛亥，以茂先为中护

军。 丁夘，鲁山城主孙乐祖以城降。 己未，郢城主薛

元嗣降”。 鲁山城主孙乐祖此前是郢州刺史张冲

的“军主”。 竟陵太守房僧寄恰逢任满，返建康途中

路过郢城，被东昏侯临时命为骁骑将军，守鲁山。 张

冲与房僧寄盟，遣孙乐祖领数千人助房僧寄。 其后，
房僧寄病死，孙乐祖接守鲁山，为“鲁山城主”，最后

投降。 “郢城主薛元嗣”本骁骑将军，投降当天还被

加封为郢州城刺史，可见张冲已先战死。 则这两位

“城主”也是临战兼职。 《梁书·武帝本纪》亦载：
“鲁山城主房僧寄死，众复推助防孙乐祖代之。”“鲁
山城主孙乐祖、郢城主程茂、薛元嗣相继请降。”据

此张冲死后，军主薛元嗣和长史程茂共为 “郢城

主”，这可能是因为战事吃紧，而设了正、副两职。
九月，萧衍进驻江宁，“新亭城主江道林率兵出战，
众军擒之于阵”。 江道林被俘后，征虏将军李居士

和宁朔将军徐元瑜等继续守城。 江道林别无职官记

载，可见地位较李居士更低。 十月，萧衍发兵进攻建

康，扶植南康王萧宝融于江陵称帝，“以骁骑将军胡

虎牙为徐州刺史，左军将军徐智勇为益州刺史，游击

将军牛平为梁、南秦二州刺史。 李居士以新亭降。
琅琊城主张木亦降，义师筑长围守宫城”。 此则材

料涉及众多南齐城市，其长官或为将军、刺史，或为

大夫、太子左率等，皆南齐正式职官。 唯“琅琊城

主”张木无官职，显系战时临设。
据上，南齐政权短暂、内外交困、战争较多，故

“城主”概念使用频繁。 其特点有四，一是因战争临

设；二是小于州、郡、县或它们的卫星、边界城堡，最
容易推“城主”；三是“城主”一般无官位，但必要时

可由较高职位的太守、将军、军主等兼任；四是普通

“城主”所控军马可能在三千人左右。
南朝梁的战争绝大多数在北魏腹地或境内，故

而提及的“城主”，多属于北魏。 侯景叛乱后，梁朝

腹地成为主战场，其“城主”的记载始多，但大多是

没有官位的小人物。 武帝萧衍大同十二年（５４６），
达奚武令王悦说降“武兴城主” 杨贤，“贤于是遂

降”，贤轻易降魏，可见在梁的地位不高。 简文帝

萧纲大宝二年（５５１）六月，征东将军王僧辩驻郢城，
攻鲁山，“鲁山城主支化仁，景之骑将也，率其党力

战，众军大破之，化仁乃降”。 “支化仁”被侯景任

命为“司徒”，但其实为骑将。 元帝萧绎承圣元年

（５５２）正月：“王僧辩军至芜湖，芜湖城主宵遁。”

事又见《陈书·高祖本纪》：“乃登岸结坛，刑牲盟

约。 进军次芜湖，侯景城主张黑弃城走。” “芜湖

城主”即是“张黑”，其人事迹不详，应亦地位卑微。
承圣二年（５５３）秋七月，萧衍八子、武陵王纪因前一

年于成都称帝，被西魏和萧绎讨伐，“巴人苻升、徐
子初斩贼城主公孙晁，举城来降。 纪众大溃，遇兵

死”。 《梁书·武陵王纪》载此略详，并云“斩纪硖

口城主公孙晃”可知，晃为“峡口城主”，无其他官

职记载，可见亦临战而设。
据上，梁“城主”亦战时产生。 较为例外的是梁

武帝萧衍大同六年（５４０），名将陈庆之第五子昕，被
“除威远将军、小岘城主，以公事免”。 此孤例表

明“城主”偶尔会经朝廷任命，但属兼任。
陈后主叔宝至德元年（５８３）夏四月，“陈郢州城

主张子讥遣使请降，上以和好，不纳”。 “张子讥”
请降，表面上因陈、隋交好不被接纳，恐怕其本身地

位低微，势力不大才是真正原因。 陈后主祯明二年

（５８８），杨坚授于仲文为行军总管，率水军出汉口伐

陈：“陈郢州刺史荀法尚、鲁山城主诞法澄、邓沙弥

等请降，秦王俊皆令仲文以兵纳之。” 两位城主

“诞法澄、邓沙弥”其他事迹亦无考，可见地位低微。
综上，南朝时期的“城主”，负责战时守城，兵力

可达三千人左右，一般都是战时由太守、刺史或者将

军紧急任命，非朝廷职官。 有时太守、郡主、刺史、军
主可兼任“城主”。 梁晚期偶有朝廷除、免兼职“城
主”的现象，但“城主”并未进入官制。

三、北朝的“城主”

北朝政权更迭频仍，战事不断，“城主”称谓屡

见不鲜。
北魏献文帝拓跋弘天安元年（４６６），刘宋内乱，

山东诸州守将纷纷降魏。 宋明帝刘彧泰始三年

（４６７），北魏遣慕容白曜劝降幽州刺史刘休宾。 刘

休宾委派“兼主簿”尹文达接洽，白曜诱文达：“非直

休宾父子荷荣，城内贤豪，亦随人补授。 卿便即为梁

邹城主。”尹文达本“兼主簿”，地位卑微。 慕容白

曜许诺他做“梁邹城主”，已属升职。 但北魏后来任

刘休宾为怀宁县令，尹文达则下落不明，可见“城
主”仅略高于“主簿”而已。 宣武帝元恪景明三年

（５０２），骠骑大将军梁昕除九曲城主。此“城主”虽
为朝廷“除”命，但仍属兼职。 元恪正始二年（５０５），
梁大举来伐，太子右卫率张惠绍等攻打宿预，捉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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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主马成龙”，送往京师。此“马成龙”亦无其他

官职。 正始二年（５０５），梁武帝萧衍派右军将军裴

邃伐北魏，出征邵阳州，破羊石城，斩“城主元康”。
又破霍丘城，斩“城主宁永仁”。此二“城主”亦无

其他官职。 元恪永平二年（５０９）正月，魏镇东参军

成景俊“斩宿预城主严仲宝”，归附梁。 当年四月，
“魏楚王城主李国兴，以城内附”。 “严仲宝”名字

仅见此处，“李国兴”投梁被封“勇武将军”，可见两

人地位起点卑微。 北魏元恪延昌三年（５１４），大将

军高肇伐蜀，游明肇为避免生灵涂炭，苦苦相劝：
“然往昔开拓，皆因城主归款，故有征无战。 今之据

者，虽假官号，真伪难分，或有怨于彼，不可全信。”

游明肇口中的“城主”，亦当不超出上文所探讨的范

畴。 孝明帝元诩孝昌三年（５２７）十月，梁东宫直阁、
赐爵关中侯陈庆之，迫使“涡阳城主王纬以城降。
（韦） 放乃登城， 简出降口四千二百人， 器仗充

牣”，此事《梁书·陈庆之传》亦载。 此“涡阳城

主王纬”无其他官职，战时管控人数为“四千二百

人”，除去常理中的非战斗人员，则战斗力当在三千

人左右。 他如孝武帝元修永熙二年（５３３）六月，“魏
建义城主兰宝，杀魏东徐州刺史（崔祥），以下邳城

降”。 “兰宝”亦无其他官职记载。
据上，北魏“城主”多仅见一次，无其他官职，地

位卑微，依附于州城刺史、将军、太守等下，战时临

设，一般能够指挥三千人左右。
西魏文帝元宝炬大统八年（５４２），东魏丞相高

欢侵汾、绛，卫大将军韦瑱从宇文泰抵御，“令瑱以

本官镇蒲津关，带中潬城主，寻除蒲州总管府长史，
顷之征拜鸿胪卿。”韦瑱以一品“卫大将军、左光

禄大夫”兼职“中潬城主”，实因战时需要。 大统十

二年，高欢攻西魏大都督韦孝宽所固守的玉壁，久攻

不下，遂欲诱降：“韦城主受彼荣禄，或复可尔。 自

外军士，何事相随，入汤火中耶？”乃射募格于城中，
云：“能斩城主降者，拜太尉，封开国郡公，邑万

户。”高欢将悬赏露布射入城内，以策反韦孝宽部

下。 由于韦孝宽是大都督兼职“城主”，故高欢对叛

者的赏格亦高。 大统十三年，侯景再次叛梁降魏，骠
骑大将军梁椿“从李弼赴颍川援侯景，别攻阎韩镇，
斩其镇城徐卫，城主卜贵洛率军士千人降，以功增邑

四百户。”“镇城”即防城大都督，乃朝廷命官，东
魏、西魏、北齐、北周沿置。 此处“镇城徐卫”负责城

防，他被杀后，“城主卜贵洛”率千人投降。 则“城

主”归属“镇城”管制，并无其他官职。 大统十四年，
都督裴宽因伤被擒，齐文襄帝高澄爱其举止详雅，善
于占对，厚礼期降，然宽夜缒遁还，被西魏“授持节、
帅都督，封夏阳县男，邑三百户，并赐马一匹、衣一

袭，即除孔城城主”。 裴宽位高权重，故其“孔城

城主”的兼职因此而重。 大统十七年，梁元帝逼邵

陵王纶攻西魏，“汝南城主李素，纶故吏也，开门纳

焉”。 李素在西魏亦仅“城主”，非朝廷命官，故容

易被“策反”。 废帝元钦元年（５５２），司马裔被征召，
“令以本兵镇汉中，除白马城主，带华阳郡守，加授

抚军将军、大都督，通直散骑常侍。”这个“白马城

主”于是成了系列高级官位的兼职。 恭帝元廓二年

（５５５），开府贺若敦及车骑大将军李迁哲“军次鹿

城，城主遣使请降”。 此“鹿城城主”连姓名都没

留下，可见地位之卑微，其管控的人口，应当在千余

口之上。
据上，西魏“城主”亦战时临设，多为高官显宦

者兼任，由中央除命，能指挥浩大阵容。 少数为下层

战士兼任，实力在千人左右。 前者更易效忠朝廷，后
者更易背叛，理固宜然。

北齐文宣帝高洋天保八年（５５７），“齐南安城主

冯显密遣使归降，其众未之知也”。 “南安城主”
冯显降北周澧州刺史郭彦，其他事迹及其后安置不

详，可见地位低微。 天保九年五月，“齐广陵南城主

张显和、长史张僧那，各率其所部入附”。 “城主

张显”亦无其他官职，但战中地位应略高于“长史”
这类幕僚，故具名在前。 后主高纬武平四年（５７３），
巴州刺史鲁广达大破齐军，“斩其敷城王张元范，虏
获不可胜数”。 城主张元范，亦无其他官职记载。
建德五年（５７６）周武帝宇文邕亲自围困北齐晋州，
刺史崔景嵩叛为内应，“遂克晋州，擒其城主、特进

海昌王尉相贵，俘甲士八千人”。 此事《周书·武

帝纪》载之略详，“擒其城主特进、开府、海昌王尉相

贵，俘甲士八千人，送关中”。 此战晋州刺史崔景

嵩官位虽高，但只负责防守城北。 城主尉相贵负责

整个战斗。 崔景嵩叛降，使得尉相贵孤立被擒。 那

么“刺史崔景嵩”为何不能令“城主尉相贵”追随自

己呢？ 这是因为尉相贵是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

司的二品王爵，非四品刺史所能命令。 故崔景嵩只

能以佩刀逼迫，尉相贵不屈，送关中卒。

据上，北齐“城主”亦战时出现，多地位低下，有
的甚至连姓名都没有留下。 但在政权将灭、余部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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喘时，出现了由高级品官兼任者。
北周明帝宇文毓武成二年（５６０），骠骑大将军

梁昕“除九曲城主”。 此“九曲城主”显然是由显

赫者兼职。 这年十二月，“周巴陵城主尉迟宪降（陈
朝），遣巴州刺史侯安鼎守之”。 武帝宇文邕保定

元年（５６１）正月，“周湘州城主殷亮降，湘州平”。
“巴陵城主尉迟宪”“湘州城主殷亮”投降前后，均无

其他记载，可见地位低下。 保定末，正中大夫裴鸿

“出为中州刺史、九曲城主，镇守边鄙”。 这位“九
曲城主”属于“中州刺史”的兼职，由朝廷任命。 宇

文邕天和二年（５６７），与陈交战于江陵，周以江陵总

管田弘“为仁寿城主，以逼宜阳”。 “都督诸州军

事”一职在北周明帝时改名“江陵总管”，加使持节，
所辖数州至数十州。 上总管从二品，中总管正三品，
下总管从三品。 因此，田弘是高品阶官员兼 “城

主”。 天和六年，北周掠北齐。 北齐右丞相斛律光、
广平郡公段韶包围定阳，“其城主开府仪同杨范固

守不下”。 同一时期，北周“栢谷城主、仪同薛禹

生弃城奔遁”。 “城主开府仪同杨范”为正四品，
“城主仪同薛禹生”为正五品，但其事迹仅见于此。
合理推断应该是，他们的品级是因为战事吃紧时所

赏的虚衔。 静帝宇文阐大象二年（５８０）六月，大将

尉迟迥拒命于河北，河南州县多从。 杨坚遣大将于

仲文讨之。 迥将席毗罗众十万，屯于沛县，将攻徐

州。 其妻子住金乡。 仲文遣人诈为毗罗使者，谓金

乡城主徐善净曰：“檀让明日午时到金乡，将宣蜀公

（即尉迟迥）令，赏赐将士。”金乡人信，善净被执。

“城主徐善净”事迹亦不详，故地位应不高。
据上，北周梁昕以显宦兼任过“城主”，故较忠

诚。 然“巴陵城主尉迟宪”及“湘州城主殷亮”地位

低微，均拱手投降。 宇文邕天和二年以后，“城主”
多由政府授命、高级品官兼任，或予正四品、五品虚

衔，所以立功者多，弃城者少。 然如“金乡城主徐善

净”等地位低微者，仍然存在。
综上，北朝“城主”亦战时临设，通常没有品秩

和官位，常规管辖人数和南朝差不多。 但相对而言，
北魏、北齐的“城主”多身份单一，地位低微，能够指

挥的人数甚至仅千人左右，易叛易降。 只有少部分

由太守、刺史、将军或更高品官兼任者，能指挥的人

数能达八千人左右，战斗力和忠诚度才相对较高。
西魏和北周的“城主”，大部分由四品至更为显赫的

一品命官兼任，实力较强，更忠诚，少部分由地位低

下的军人担任，能支配的兵力较少，更易败退或背

叛。 但“城主”在北朝仍未列入正式官制。 学术界

或认为的“城主在南北朝时期是作为武将身份或一

城防御战略的总指挥和最高领导出现的”，这一说

法可能尚需辨析。

四、结语

古代州、郡、县等行政区划，和平时期自有相应

的地方行政长官统领一方事务。 但自东汉至南朝，
“城主”的身份在史籍中日渐增多，这一身份是特殊

条件下的产物，也就是和战争密切相关。 “城主”不
在国家平常的官职体系之中，它承担的使命，不是普

通的治理与管理，而是战争时期某一城池胜败存亡

的大计。 根据战事大小、战局轻缓，兼任“城主”者

的职官大小也随之变化。 南北朝长期的对峙和战

争，加之北朝少数民族政权的特殊性，战争频仍，
“城主”也被赋予了新的特征。 在与南朝政权的长

期交战过程中，那些处在双方反复争夺拉锯战之下

的据点，“城主”多随战事胜败而产生摇摆，投降者

众多。 北魏、北齐君主深知这种局面，故“城主”地

位较低，权限较小，战争失利后的代价也较小。 而西

魏的实际统治者、北周的奠基人宇文泰实力强大，掌
握着对北齐和萧梁战争的绝对优势，此时的 “城

主”，大多由高级军官兼任。 这些高级军官既能征

善战，也能得到宇文泰的信任和重用；少部分由下级

军官兼任“城主”者，未能得到朝廷的大力支持，更
易败退或背叛，自然也是因为敌我实力消长而决定。
但通过数百年之后的吐鲁番和西夏文献，可以看到

“城主”一直到西夏政权中，才实际上被列入了正式

官制。 关于唐宋时期，西夏政权中的“城主”详情，
作者另文辨析，此不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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